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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课堂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王丹萍

摘要

本研究旨在讨论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发展与实施过程中的课堂语言

政策问题，特别是课程设计者、教师及学生在实际教学环境中如何看

待并使用学生母语进行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本文回顾了香港中文二

语教育对保障少数族裔教育权利的重要性，梳理了教学媒介语与教学

法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分析了两种主流课堂语言政策的理论源头与实

践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一门初级中文二语课程为研究案例，利

用问卷、小组焦点访谈，个人访谈及课堂观察的混合型研究方法调查

了课程主要持份者对课堂语言使用的态度。研究发现，课程设计者、

教师及学生对于课堂媒介语政策的态度存有明显分歧，对中文二语教

学中使用英文作为通用语言的态度差异较大。本文认为目前香港中文

二语教学实践所推崇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不符合实际教学需求，一刀切

的单语教学政策更不是迅速提升少数族裔中文水平的灵丹妙药。香港

在制定少数族裔中文第二语言学习政策时，应尊重中文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的规律，重视学生母语在目的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相关实

证研究和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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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殖民地时期起，香港的少数族裔人口就占有一定比例（Erni and 

Leung, 2014），香港回归后其居住人口数量增长更为迅速。根据 2016

年中期人口调查，香港共有非华裔人士 584, 383 人，占全港总人口的

8.0%。除去外籍家庭佣工，香港共有 263,593 名非华裔人口，占全港

人口 的 3.6%。自香港回归以来，非华裔人口增加了 70.8%（香港政府

统计处，2011; 2016），主要原因是居港的南亚裔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

了 35,368 人，至 2016 年共计有 84,875 南亚裔人口常住香港，主要包

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孟加拉人及斯里兰卡人。 

香港回归后，为保持并彰显香港人在语言能力上的优势，香港

特区政府推行了“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

为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希望港人能够中英皆通，以确保香港能

够长期发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作用。根据最近一期的人口普查报

告（香港政府统计处 , 2016），88.9% 的香港居民使用广东话作为日常

交流的主要语言。对于非华裔人士，特别是数量激增的香港南亚裔移

民，中文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必不可少的语言

工具。具体而言，少数族裔在香港学习的中文通常以广东话为口语典

范，以繁体字记录书面语。具备充分的中文沟通能力能够让非华语学

生在升学和就业过程中获得更多机会，从而更加顺利地融入香港主流

社会（Shum, Gao & Ki, 2016）。然而，根据 2016 年人口调查报告，

五岁及以上的非华裔人口中，45.6% 的家庭使用英语交流，其次是广

东话 (30.3%)、 菲律宾语 (4.4%)、印尼语 (3.1%)、普通话 (1.3%)、日

语 (1.3%) 及除广东话之外的其他中国方言 (0.3%)。 由此可见，能够

使用中文进行基本沟通的非华裔人口不足三分之一，且他们的中文读

写能力远逊于口头沟通能力。香港回归前，政府和教育机构的法定语

言是英语，中文的重要性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远不及英语。香港的教育

机构在过去百余年的殖民地时期一直没有为少数族裔开设学习本地语

言的课程，导致大部分少数族裔在回归后无法适应以中文为主的社会

生活，致使升学就业无望，无法摆脱贫困窘境（Gao, 2011）。相当数

量的少数族裔学生因中英文能力均有限而无法升读大学，导致世代贫

困。在众多非牟利机构、社区组织的呼吁下，近十年来，香港政府陆

续展开了针对少数族裔的中文第二语言教育，并拨付了大量经费支持

相关研究。针对在校的中小学生，香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

括课程指引、学习框架、教师培训计划等（王丹萍，2017）。

然而，香港的中文二语课程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问

题。第一，普遍缺乏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差异的认识，当下的

中文二语课程与政策皆脱胎于香港中文母语教育，不符合中文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规律（Zhang, Tsung, Cruickshank & Shum, 2011）。由

于中文并非字母语言，汉字的习得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套用基于

英语教学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往往无法在中文二语教学实践中收获预

期效果。第二，当下从事中文二语教学的教师大多毕业于针对香港本

地学生的中文和英文教育专业，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育领域缺乏理

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非华裔学习者的学习特点不甚了解甚至偶有偏

见（Gao，2012），教师照搬自己在中文母语教学的方法和理念不仅

行不通，反而让少数族裔学生更加畏惧中文学习，同时也给自己的教

学工作带来了挫败感。第三，忽略了中文在香港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特

殊性，中文之于香港的重要性与英文之于英美国家是不能够相提并论

的，尤其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使用中文作为学术语言和法定教

学媒介语言，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等待遇优厚的工作单位也通常

是以英文作为交际语言，中文对于少数族裔学生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不

够充分。香港政府非常关注通过教授中文帮助少数族裔融入主流社会

并获得平等权利，但似乎无意于帮助他们建立起完整中文学术语言体

系（Ullah, 2012 ；王丹萍，2014）。立法会多次讨论少数族裔中文教学

问题，但专家少、政客多，议员提案缺乏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

本常识，在过去十年间鲜有突破（Wang，2019）。为尽快让少数族裔

学生达到本地学生的中文水平，Oxfam（2014）提出效法美国和加拿

大等英文国家为新移民安排的沉浸式课程，将学生完全浸润在中文环

境中，确保学生迅速吸收目的语。然而，研究发现沉浸在主流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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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不仅中文进步不明显，反而常常因听不懂教师授课

内容而加重了课业负担。采用这种方法的主流中文学校不得不雇用双

语助教为非华裔学生进行课后补习，把课程内容翻译成英文或学生母

语，这种做法事实上延缓了学生的学习进度（Gao & Shum, 2010）。

全目的语沉浸式教学是否适应香港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真正更为迅

速地让学生学会中文，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课堂

语言政策常常会引发激烈的争议。课程开发者，教材编写者，前线教

师，背景各异的学习者，在课堂教学语言政策应该如何规约中文目的

语、学生母语和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的使用问题上

立场不同。采用哪种教学法及如何安排相应的媒介语言是一个困扰着

广大第二语言教师的敏感问题。第二语言课堂是否应该采用只用目的

语教授目的语的语言政策？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英文作为媒介语？使

用多少才能够达到教学效果？对教师的语言能力有何要求？课程持份

者在教学媒介语上的意见分歧会直接影响教学任务的实施，课程的运

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甚至是学习的成效。为了解课程持份者对中

文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语言的不同态度，本文将在理论梳理的基础

上，通过一项实证研究为以上问题提供参考答案。

二、课堂语言政策语与主流教学法
课堂语言政策，简单而言，即俗称的“教学媒介语政策”，规定

教师用什么语言教、学生用什么语言学，是语言教育最基本的政策之

一。课堂语言政策与教学法发展实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由于教师对课堂语言的选择与使用会直接影响到该教学法的实

施，每一类主流教学法都会对教学语言有所规约（Wang，2015）。长

期以来，我们对第二语言教学中课堂语言政策的研究都采取了一种单

向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即为满足某种教学法的标准模式而提倡或限

制使用媒介语。然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为保证课堂活动的顺利

开展，不少教师会根据具体情况自发调整课堂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这

实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隐性课堂语言政策。这种显性与隐形语言政

策（overt and covert language policies）并存的问题普通便存在，也是

导致课程制定者与实际教学人员态度迥异的原因之一。在汉语教学研

究领域，课堂教学语言政策研究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若教师对媒介语

与教学法的关系不甚了解，可能会因过分迷信某种教学法而夸大或者

忽略媒介语的作用，使课堂教学流于形式。

不同教学法盛行的时代，媒介语的重要程度亦不相同。教学媒

介语政策在单语教学模式（monolingual pedagogy）和多语教学模式

（multilingual pedagogy）两个极端之间转换。在 1950 至 1960 年代语

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Approach）主导中文二语教学期间，

教师通常先使用学生母语或通用语对目的语进行充分讲解再辅以小

班操练，教学设计倾向于多语教学模式（赵金铭，2010）。1960 至

1970 年代直接法 （Direct Method）取代了语法翻译法，课堂教学以听

说练习为主，强调教师输入正确的目的语、学生输出正确的目的语的

理念，因此课堂语言仅限目的语，呈现出明显的单语教学模式。1980

至 2000 年代交际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逐步发展成

为主流，特别是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日臻

成熟，为完成较为复杂的任务，教师允许学生使用媒介进行语义协

商（meaning negotiation），课堂语言回归多语教学模式。2000 年代

至今，第二语言教学进入了后方法时代，中文二语课程开始根据学生

的实际需要制定折中的教学方案，教学法研究也不再拘泥于对最佳教

学方法的探索。然而，近十余年，尽管不再有主流教学法一统天下的

局面，沉浸式教学理念却独领风骚，在中文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深受追

捧。不少学者及教师仍抱持一种坚定的单语意识形态（monolingual 

ideology），认为汉语教学唯有遵从沉浸式的教学模式，严格限制媒介

语使用才是成功之道（梁宁辉，1998 ；王汉卫，2007）。近年来，“零

媒介语课堂”更是成为研究热点，不少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力图

证实沉浸式教学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而推而广之。

沉浸式教学法脱胎于北美的明德暑期学校，后被美国在华汉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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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沉浸式教学理念却独领风骚，在中文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深受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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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广泛采用。施仲谋（1994）首次将这种完全沉浸式的教学方法定义

为“明德模式”，学生入学时签订语言誓约，保证全天 24 小时都说中

文，课堂完全杜绝英文媒介语，也不允许学生用英文母语进行课后交

流。张喜荣、田德新（2004）、汲传波（2006）等学者均对此模式进

行了探讨。明德暑校前校长周质平明确要求教师“上课不做不必要的

讲解，课堂不能一味地辩义，只需针对学生的需要，不断进行矫正和

操练。”可见，明德模式反对学生借助母语或共通语辅助学习，强调

教师输入与学生输出的语言必须是纯粹的目的语。

事实上，“沉浸式教育”最早产生于 1960 年代的加拿大，英语为

母语的小学生沉浸在完全的法语环境中，以便培养出均衡的英法双语

能力。然而，在加拿大的沉浸式教育中，学生的母语并非是完全禁绝

的。Johnson and Swain （1997）甚至将母语隐性辅助（overt support）

作为沉浸式八大核心特点之一，他们认为如此做法可以使学生的母语

能力也得到巩固，反而可以辅助二语学习。所有教师也必须具备双语

能力，以便和学生保持良好沟通。然而，在研究沉浸式教育几十年之

后，这两位学者发现，沉浸式教育除了创造出虚拟课堂环境将学生

沉浸于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其他创新可言（Cummins, 1998）。

他们也承认，沉浸式教学自施行之日起就伴随着非常高的学生流失

率（drop-out rate），沉浸式教学容易造成以教师为中心（teacher-cen-

tered）、以单向知识传递（transmission-oriented）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三、单语与多语教学模式
课堂语言政策一直以来都是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长期

以来，学者对课堂媒介语政策的态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化趋势 ：

单语教学模式（强调不借助任何媒介语，只用中文教授中文的教学模

式）和多语教学模式（倡导使用学生母语或师生通用语作为媒介语的

教学模式）。近十年来，不少实证研究对单语教学的实用性提出了质

疑（Butzkamm, 2003 ; Levine, 2011）。同时，陆续有学者基于实证研

究提出二语教学应当重视学生母语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Cook & Li, 

2016; Lin, 2015; Turnbull & Dailey-O’Cain, 2009）。对于二语教学，

特别是针对成人初学者，是否使用媒介语，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媒介

语，是课程设计者及教师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以下，本文将分别阐

释两种媒介语政策取向的理论基础。

3.1 单语教学模式

单语教学模式，即俗称的“零 / 无媒介语教学”、“沉浸式教学”，

以 Stephen Krashen（1982）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为理论基

础。首先，输入假说提出教师需要向学生输入可以理解的语言（com-

prehensible input），这个可理解的语言指的是目的语。Krashen 提出了

广为人知的 “i+1”的理论，i 指的是学生当下的二语水平，而 +1 指的

则是学生可理解的并略微超越其本身水平的输入内容和输入量。尽管

如此，Cook（2001）对 Krashen 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因为单凭输入并

不能确保学生掌握该语言背后的运行机制和文化肌理。其次，Krashen

提出了学习（learning）与习得（acquisition）之分。沉浸式教学是语

言教学上“沉默期”的一种体现，这正是 Krashen 所指的“学习”阶

段。沉默期指在课程初段避免学生有过多直接参与，制造一个适合

他们聆听的语境，使其从中吸收并模仿。换句话说，相对于“输出”

（output），沉默期更重视“输入”，相信学生在渡过沉默期更能培养

出语感和自信心以便输出他们所吸收或掌握的目的语。然而，如果在

学习能力较弱、动机不足的情况下，学生在沉默期会产生较强的焦虑

感和挫败感，甚至提早终止学习（Baker & MacIntyre, 2000）。

单语教学模式重视纯粹目的语语境的营造，视学生母语为最大干

扰。一些学者、教师和政策制定者认为沉浸式教学是最理想的二语教

学模式，即目的语本身为最佳的教学语言，其目的在于让学生沉浸在

一个“全目的语”的语境，避免任何非目的语的影响，从而协助学生

建立起无杂质的第二语言“符号系统”。例如，关之英（2012）认为

英文与中文夹杂使用会使课堂语言混乱，教师统一使用目的语才能有

效管理课堂，确保学生有充分接触中文的机会，要求学生模仿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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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该研究认为如果课堂上中文输入不足则会影响学生的语言

输出，会导致他们更加依赖母语。同样，强海燕和赵琳（2011）将沉

浸式教学形容为“直接学习、类似习得”。直接学习即学生在学习第

二语言的过程中不依赖任何媒介语的帮助，而类似习得则指直接以目

的语进行学习。廖佩莉（2016）更是直接提出“用类似习得母语方式

来学习第二语言”。

概括来说，支持沉浸式教学的学者与教师普遍抱持八种信念

（Wang，2014）：（1）母语是二语学习的主要干扰因素 ；（2）二语学习

与母语学习无异，既然母语学习不需借助媒介语，二语学习也不应借

助媒介语；（3）只要允许学生使用母语，学生就会滥用，破坏课堂秩序

（4）只要允许学生使用母语，学生就会产生依赖；（5）使用英语作为通

用语对英语水平不高的学生不公平；（6）学生是来学中文的，说多了英

文会被学生投诉 ；（7）中文教师有责任多说中文（8）只有不专业的中

文教师才会需要借助英语完成教学任务。除此以外，研究发现部分教师

实际上由于英文能力有限，不能够使用英语和学生沟通，担心学生会嘲

笑自己，因而被动地选择了沉浸式教学，而在教学实践中并不完全认同

这种理念（Wang & Kirkpatrick, 2012）。

3.2 多语教学模式

多语教学模式，即常说的“媒介语教学”、“非沉浸式教学”，建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尤其是 Vygotsky (1978)

提出的“近端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与“鹰架”

（Scaffolding）两个概念。近端发展区理论认为学习能力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潜在发展层次”（Level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即学生

需在他人的协助下解难的阶段，另一个是“实际发展层次”（Level of 

Actual Development），即学生有独立解难能力的阶段。所谓近端发展

区则为上述两者间的距离。学生在近端发展区的表现是动态的、朝着

“潜在发展层次”前进的。简单来说，近端发展区强调学生需要依靠帮

助和指引，逐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的个人独立解难的层次。所谓“鹰架”

是指教师向学生提供的协助和支援，借着“搭鹰架”帮助学生提升

个人的能力。随着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鹰架将逐渐减少。学生的母

语及英语通用语在中文二语学习中发挥着“鹰架”的功能，允许学生

在课堂上使用母语和通用语进行交流，则是教师在协助学生调动已有

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进行实际有效的沟通，通过利用母语和母语知识，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随着目的语能力的提高逐

步减少对母语的使用，直至完全独立地使用目的语进行交流。除此之

外，Cummins（1991）提出的“语言相依原则”（linguistic interdepen-

dence ）及 Cook（1995）提出的 “多语能力”(multi-competence) 都为

证实母语在二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多语教学法的典型表征是“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学生在

课堂上使用母语交流并不会受到责罚，相反教师鼓励学生通过自由地

表达与教师保持良好沟通和互动，教师则会使用学生母语或英语通用

语安排课堂教学活动。McMillian 和 Turnbull（2009）指出，“语码转

换的优化使用”（optimal use of code-switching）能作为鹰架促进学生

的外语学习。Wang & Kirkpatrick (201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通用语英语

在中文二语课堂有三个重要功能，即（1）知识讲解功能（2）课堂管

理功能和（3）人际互动功能。在最新的理论范式框架下，这种教师与

学生有创意、有规律地使用多种语言资源进行沟通的现象被称为“超

语”（translanguaging）（García & Li, 2014; Li, 2017）。“超语教学法”，

即是教师与学生综合调动全部已有语言资源进行沟通，只要可以促进

语言学习，保持有效沟通便可以使用，不再拘泥于使用哪一种语言进

行教学的问题（Wang, 2016）。

为了调查教师和学生对多语课堂教学模式的态度，牛津大学的

Ernesto Macaro（2001）提出了“观点谱系框架”（continuum of per-

spectives）：（1）虚拟化立场（virtual position）：学生母语及通用语对外

语教学毫无意义，课堂必须保持沉浸式学习的环境，即便这样的环境

并不存在，教师和学生也应该假设他们在一个单纯的目的语环境中 ；

（2）最大化立场（maximal position）：使用母语及通用语在教学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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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该研究认为如果课堂上中文输入不足则会影响学生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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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意义，但教师和学生必须严格控制其使用，只能够在其他教学手

段均无法完成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学生母语及通用语，并伴随强

烈的自责 ；（3）最优化立场（optimal position）：母语及通用语有利

二语学习，对课堂交际、教学效率及师生沟通有积极影响，教师和学

生均可以使用通用语言进行沟通。二语教学领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研

究关注课程持份者对课堂语言的态度问题（McMillan & Rivers, 2011; 

Yang，2016）。

为了能够了解课程设计者、教师和学生在实际教学环境中如何看

待并使用课堂语言的问题，本研究对某中文二语课程的所有持份者进

行了调查，其研究成果有助中文二语课程制定适当的课堂语言政策，

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并有效处理学生母语与目的语的关系，使中文二语

课程能够运行得更加顺畅。本文的研究问题为 ：不同持份者对于中文

作为第二语言课堂的教学语言有何看法？

四、课堂语言研究
本研究选择了一门为成年少数族裔开设的初级中文二语课程，该

课程共计有学生 258 人，教师 10 人，课程设计者 5 人。课程设立之初

将招生范围限定在肄业离校，即完成义务教育便不再修读更高学历的

少数族裔学生，后期逐渐开放给各年龄层、各职业领域的少数族裔人

士，并有相当部分欧美和日韩人士报名，因此该课程的学生群体呈现

出种族多元、文化多元、母语背景多元的特点，英文是他们共同掌握

的语言。除部分学生有零散广东话口语基础，其余学生均为零起点学

习者。授课教师均为香港本地教师，广东话母语使用者，且具备良好

的英文功底。

本研究以立意取样（purposive sampling）为主要抽样方法，挑选

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佳范本的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教室民族志研

究的理念（classroom ethnography），力图全面收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

数据信息，以描述的方式呈现调查数据，研究视角综合课程持份者和

研究团队的观点。本研究数据收集方式包括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 

survey）、焦点小组访谈（focus-group interview）、半结构式单独访谈

（semi-structured one-on-one interview）与课堂观察（classroom obser-

vation）。数据收集于 2016 年至 2017 年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

（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以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了解

他们对于课堂语言使用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采用沉浸式单语教学模

式的态度。研究团队共发放 258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38 份，占学生

总数的 14.7%。问卷为中英双语。

（2）焦点小组访谈 ：小组访谈同样以学生为对象，邀请已填写问

卷的学生为问卷调查中个别问题提供详细解释，并分享个人学习经历

与意见。共有 16 位学生接受了邀请，研究团队将他们分成 5 组进行小

组焦点访谈。学生访谈均以英文进行。

（3）半结构式单独访谈 ：研究团队分别与每位教师和一位课程开

发者进行了单独访谈，访谈的目的在于了解教师对课堂教学语言的个

人看法，包括对单语教学和多语教学模式的态度。教师访谈以教师的

母语中文进行。教师的专业训练和学术背景比例为英文教师 3 位，中

文母语教师 7 位，他们从事中文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为 1–6 年不等，

平均为 2.1 年。受访的课程开发者为中文母语教师。

（4）课堂观察 ：研究团队共观察了其中 7 位教师的各一堂课，观

课均在课程结束前 2–3 周进行，每堂课收录课堂交流约 20 分钟。课堂

观察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教师与学生实际的课堂语言使用情况，并对

照教师及学生在问卷和访谈中对课堂语言态度的描述，教师的教学效

果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

4.1 学生对课堂语言的看法

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普便认为全目的语教学难以应付，英文在课堂

学习与课后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语言使用比例方面，97% 的学生

对目前的中英文使用比率感到满意，他们认为平均而言，该课程的实

际中英文使用比率约为 3 比 7。尽管 34% 的学生认为理想的中英文比

例是 5 比 5，95% 的学生认为英文的使用量不能少于 1/3。在语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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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学生认为英文有助理解教学内容（97%）、帮助自己独立预习

和复习课程内容（92%）、能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71%）。对于以中

文作为唯一教学语言的态度，学生意见出现较大分歧，有一半（49%）

学生认为课程如果以仅中文进行，自己则完全不能理解教学内容，

另一半（51%）学生认为大致可以理解，这反映出学生之间存在较大 

的中文水平差异。所有的学生均表示自己不愿意在现阶段尝试沉浸式

教学。

在小组访谈中，学生表达了与问卷数据相似的看法 ：相比全中

文教学，他们认为以英文主导的课堂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该课程是

面向成人初级学习者的夜间课程，学习者通常需要下班后带着晚饭来

上课，沉浸式课程会让他们因紧张和疲劳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新的内

容。首先，学生解释了为什么不愿意在初级阶段接受沉浸式课程。他

们认为沉浸仅是一种外在环境，不能代替讲解。学生 15 号说到“我

来了香港 11 年，每天都沉浸在中文里，我的太太也是香港人，但是我

仍然没能够从沉浸中学会中文，我需要一个老师把语言知识系统地教

给我，我才能理解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如果沉浸可以创造奇迹，

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其次，学生认为班上学生的中文水平差距

较大，教师应尽量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平衡这种差异带来的压力感。例

如，学生 4 号说到“老师有责任照顾中文水平比较低的学生，让这些

学生不要落后。如果中文说得太多，这些学生可能会因为跟不上进度

而选择退学，这样反而打击了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学生 10 说到

“有同学已经会说很多中文，他们只是在巩固自己的知识或者纠正发

音，但我毫无基础，如果老师在课上只说中文，那我可能会是唯一一

个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的人，这样压力很大。”第三，使用英文交流

可以大大减轻焦虑感，学生之间可以及时交换信息，互相讲解和帮

助，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学生 9 号认为“同学也是自己的老师，做

活动的时候，常常需要同学帮忙翻译，一起完成任务很开心，课后还

会在 Facebook 上讨论功课。”第四，学生具有较强的内在学习动机，

对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更感兴趣，希望可以课堂中通过英文与老师和

其他同学讨论并深化自己对中国文化理解，而不仅仅是做发音练习。

第五，他们认为沉浸式课堂学习会让他们失去表达自己的机会。相比

纯粹的机械式操练，他们更重视意义沟通。

4.2 教师对课堂语言的看法

教师对课堂语言政策的态度符合“观点谱系框架”。有 1 位教师

（J）坚持虚拟化立场，4 位（C、D、F、I）选择最大化立场，5 位（A、

B、E、G、H）属于最优化立场。坚持沉浸式单语教学的这位老师，

表示自己没有使用英文教授中文的经验，对自己用英文讲解中文词汇

和语法不够自信，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佳而影响自己的教学

水平。其余的 9 位教师均使用英文作为通用语言与学生沟通，4 位表

明自己只是用中文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简单的英文辅助，5 位

认为课程应该以英文讲解为主，中文主要用作示范。教师访谈中，有

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所有教师都认同沉浸式单语教学对二语学习有积极作用，

包括制造语境、培养语感、增加输入。同时，所有教师也认为沉浸式

教学最佳的实践对象是儿童，因为他们更善于通过模仿学习语言，而

成人学习语言则是依靠经验和分析。他们认为成年学生非常自律，不

会在课堂上滥用英文。第二，教师提到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涉及复杂

的元语言知识（metalanguage）和深入的文化议题，难以通过目的语

解释。教师 E 和 G 表示，学生虽然可以完全使用中文做简单的交流，

例如打招呼、要求老师重复示范、下课后感谢老师等等，但是学生通

常所问的都是有关语言本身的问题，需要动用大量的元语言知识和语

言学词汇，更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学生需要达到非常高的语

言水平才能用目的语来来讨论目的语学习，然而中文二语教学内容并

不包括教授目的语的元语言知识。例如学生问到“唔该”和“多谢”

的分别，为什么“一点半”要说成“点半”，“唔”和“不”有何不

同，“冻”和“冰”是否一样等等。第三，意义比形式更重要，课堂教

学要把理解放在第一位。老师 C 说到自己曾经为跟从大纲指引而坚持



145144

方面，学生认为英文有助理解教学内容（97%）、帮助自己独立预习

和复习课程内容（92%）、能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71%）。对于以中

文作为唯一教学语言的态度，学生意见出现较大分歧，有一半（49%）

学生认为课程如果以仅中文进行，自己则完全不能理解教学内容，

另一半（51%）学生认为大致可以理解，这反映出学生之间存在较大 

的中文水平差异。所有的学生均表示自己不愿意在现阶段尝试沉浸式

教学。

在小组访谈中，学生表达了与问卷数据相似的看法 ：相比全中

文教学，他们认为以英文主导的课堂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该课程是

面向成人初级学习者的夜间课程，学习者通常需要下班后带着晚饭来

上课，沉浸式课程会让他们因紧张和疲劳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新的内

容。首先，学生解释了为什么不愿意在初级阶段接受沉浸式课程。他

们认为沉浸仅是一种外在环境，不能代替讲解。学生 15 号说到“我

来了香港 11 年，每天都沉浸在中文里，我的太太也是香港人，但是我

仍然没能够从沉浸中学会中文，我需要一个老师把语言知识系统地教

给我，我才能理解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如果沉浸可以创造奇迹，

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其次，学生认为班上学生的中文水平差距

较大，教师应尽量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平衡这种差异带来的压力感。例

如，学生 4 号说到“老师有责任照顾中文水平比较低的学生，让这些

学生不要落后。如果中文说得太多，这些学生可能会因为跟不上进度

而选择退学，这样反而打击了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学生 10 说到

“有同学已经会说很多中文，他们只是在巩固自己的知识或者纠正发

音，但我毫无基础，如果老师在课上只说中文，那我可能会是唯一一

个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的人，这样压力很大。”第三，使用英文交流

可以大大减轻焦虑感，学生之间可以及时交换信息，互相讲解和帮

助，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学生 9 号认为“同学也是自己的老师，做

活动的时候，常常需要同学帮忙翻译，一起完成任务很开心，课后还

会在 Facebook 上讨论功课。”第四，学生具有较强的内在学习动机，

对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更感兴趣，希望可以课堂中通过英文与老师和

其他同学讨论并深化自己对中国文化理解，而不仅仅是做发音练习。

第五，他们认为沉浸式课堂学习会让他们失去表达自己的机会。相比

纯粹的机械式操练，他们更重视意义沟通。

4.2 教师对课堂语言的看法

教师对课堂语言政策的态度符合“观点谱系框架”。有 1 位教师

（J）坚持虚拟化立场，4 位（C、D、F、I）选择最大化立场，5 位（A、

B、E、G、H）属于最优化立场。坚持沉浸式单语教学的这位老师，

表示自己没有使用英文教授中文的经验，对自己用英文讲解中文词汇

和语法不够自信，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佳而影响自己的教学

水平。其余的 9 位教师均使用英文作为通用语言与学生沟通，4 位表

明自己只是用中文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简单的英文辅助，5 位

认为课程应该以英文讲解为主，中文主要用作示范。教师访谈中，有

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所有教师都认同沉浸式单语教学对二语学习有积极作用，

包括制造语境、培养语感、增加输入。同时，所有教师也认为沉浸式

教学最佳的实践对象是儿童，因为他们更善于通过模仿学习语言，而

成人学习语言则是依靠经验和分析。他们认为成年学生非常自律，不

会在课堂上滥用英文。第二，教师提到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涉及复杂

的元语言知识（metalanguage）和深入的文化议题，难以通过目的语

解释。教师 E 和 G 表示，学生虽然可以完全使用中文做简单的交流，

例如打招呼、要求老师重复示范、下课后感谢老师等等，但是学生通

常所问的都是有关语言本身的问题，需要动用大量的元语言知识和语

言学词汇，更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学生需要达到非常高的语

言水平才能用目的语来来讨论目的语学习，然而中文二语教学内容并

不包括教授目的语的元语言知识。例如学生问到“唔该”和“多谢”

的分别，为什么“一点半”要说成“点半”，“唔”和“不”有何不

同，“冻”和“冰”是否一样等等。第三，意义比形式更重要，课堂教

学要把理解放在第一位。老师 C 说到自己曾经为跟从大纲指引而坚持



147146

只使用中文教学，虽然满足了课程要求，但却发现学生对语言点的理

解十分模糊，反而常常课后要求她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第四，沉浸式

教学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投入。如老师 A 指出，短期的课程以目标

为本，讲求效率，沉浸式教学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准备教具、词卡和实

物展示。第五，教师普遍担忧自己用英文授课的能力，教师 H 曾是一

位中文母语老师，访谈中她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备课本，记录了她用英

文翻译的中文语法点，以及一些英文的课堂指示语。她坦言，上中文

二语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准备用英语讲课的资料，她认为在这方

面，自己的英文能力显得捉襟见肘，而英文老师更会更得心应手。

4.3 课程开发者对课堂语言的看法

课程开发者认为倡议单语教学模式是为了满足教育市场对沉浸

式教学的热衷，而在实际情况下，课程的顺利运行无法避免使用辅助

性语言。他认为学生大部分为零基础，全目的语教学对初学者难度非

常大，没有英文翻译学生很难理解课程内容，不仅会导致学生丧失兴

趣，也会影响他们对课程的评估。他坦言，为了鼓励学生多看多说中

文，教材设计之初是只有中文的，随着教材投入使用，和更多不同母

语背景的学习者加入课程，设计者团队快速将学习材料从中文单语转

变成了中英双语，并加注了广东话拼音（粤拼）。依靠教材上的英文

翻译和拼音，学生即便缺课也能够自己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提升自主

学习的能力。

4.4 课堂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

课堂观察发现教师与学生对媒介语使用的估量与现实不符。实

际的中英文比例接近 2 比 8，英文的使用量较学生在问卷中的估计更

高。教师用英文讲解语法、词汇或中国文化等内容，或用以解答学生

有关教学内容的提问，学生使用英文进行日常沟通，课堂气氛非常活

跃。教师一般会使用中文作课堂用语或指示语，如“第几页”或“记

唔记得”等，希望学生能熟悉一些基本的课堂用语，但开始讲解语法

和词汇时便转用英文。而且，教师使用大量的英文口语词汇检查学生

的理解程度（例如 OK? Right? 等）。本文发现过量使用这些口语词无

益增进理解，反而拖延了讲解的流程。课堂观察发现教师使用的英文

较为碎片化，可能与他们无法使用完整的句子和段落进行讲解有关，

有表达失误或解释不准确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双语教学能

力，建议香港培养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师资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开设

一门专门为国际汉语教师提升英文水平的课程（e.g. English for Chi-

nese Language Teachers），以提升他们的职场竞争力和教学效果。

五、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同持份者对汉语二语教学的课堂语言政策存有

明显的态度分歧，任何教育机构不应该以一刀切的语言政策去规约中

文二语课堂语言的选择与使用。通过本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语

问题并非只是“用不用、用多少”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个地区的语

言政策发展，社会语言环境，课程发展建设，甚至是与此相关的教学

法研究，教师培养与教师教育研究，二语习得与语言学研究等诸多方

面。本研究希冀可以促成汉语二语教学课堂语言政策研究的新开端，

通过理论溯源和实证研究呼吁学界同行重视课堂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母语与目的语关系的复杂性，及教师教育的迫切性。

少数族裔中文二语课程的成败反映着香港的教育水平。本文建议

香港政府尽快成立中文二语教育研究专家小组，将修订中文二语课程

和相关政策的工作交给专业人士，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真正适合

香港少数族裔的中文二语课堂语言政策。香港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政治

环境和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其课堂语言政策的制定也应该诚实地面对

这个现状，探索真正适合香港的道路和模式，切不可盲目照搬英美国

家经验。同时，必须尊重中文二语教学的规律，尊重学习者的多元学

习需求，尊重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帮助教师提升双语教学能力，更

新理论知识体系，以便让在教学一线的汉语教师能够掌握最新的理论

研究成果，改善教学质量，让更多的非华裔人士喜欢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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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classroom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course in 

Hong Kong with a focus on the diverse attitudes of course develop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urrent CSL education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followed b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vert and 

overt classroom language polices,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behind the mono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pedagogies in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king an adult beginners’ CSL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focused-group 

interview and one-on-one interview with course develop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key stakeholders of the course ha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s classroom language policy,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needs of English as a 

supporting medium. Findings of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monolingual pedagogy 

failed to reflect the classroom reality. A one-size-fits-all immersion pedagogy is not 

the ‘cure-all’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to become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overnight. Policymakers in Hong Kong should respect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a second language, and allocate more support for 

teacher education. More research work is required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d functions of L1 in L2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language policy, medium 

of instruction, ethnic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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